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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冲突与情绪的关系是认知控制领域的热点话题。已有证据表明，认知冲突与情绪之间存在大量互动。

本研究从经历认知冲突的过程出发，将其划分为加工阶段与解决阶段。在加工阶段，冲突会自动产生固

有的负性情绪，但是冲突解决的情绪意义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尤其是冲突适应与情绪的互动应当得到重

视。从认知冲突的阶段视角论述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从整体上理清情绪在冲突加工过程中的角色与意义。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认知与情绪系统整合机制的认识。最后，我们分析了该领域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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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conflict and emotion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con-
trol. There has been evid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cognitive conflict and 
emotion. The present study begins with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cognitive conflict and divides 
it into a processing stage and a resolution stage. In the processing stage, conflict automatically ge-
nerates inherently negative emotions, but the emotional implication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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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agreed up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flict adaptation and emo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Addressing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ges of cognitive con-
flict allows us to clarify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emotions in the conflict processing process as a 
whole. The study of this issue also help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of inte-
gration betwee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ystems. Finally, we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is area 
and propos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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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冲突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例如，司机在十字路口看见绿灯，正准备踩油门，但是恰好有位老奶

奶在过马路，此时，司机就需要控制自己踩油门的冲动去踩下刹车。在以上这个情境中，司机就经历了

一次认知冲突。在实验室中，通常采用一致性任务对认知冲突进行研究，包括 flanker 范式(Eriksen & 
Eriksen, 1974)、stroop 范式(Stroop, 1935)、simon 范式(Simon & Wolf, 1963)等。以 flanker 范式为例，刺激

由同时出现的分心物与目标组成，被试需要排除分心物的干扰对目标做出正确反应，当分心物与目标不

一致时(例如>><>>)，相比于一致情况(<<<<<)，被试的认知绩效会下降，经历不一致刺激即为经历认知

冲突。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会把认知与情绪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Russell, 2003)，但是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认知与情绪并不完全独立，反而可能存在整合(Gray, 2004; 
Inzlicht et al., 2015; 杨倩，2022)。 

认知冲突是认知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陈安涛，2019；Pourtois et al., 2020)。针对认知冲突与情绪之间

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Botvinick 将冲突检测理论(conflict monitoring)与结果评价理论

(outcome evalu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结合，提出 ACC 功能整合理论，认为冲突会被登记为一种厌恶或

负强化事件，惩罚对相关任务以及策略的选择(Botvinick, 2007)；Silvetti 等(2011)基于强化学习框架

(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提出奖赏评估与预期模型，认为大脑会对事件结果做出收益预期，预期收益与

实际收益的比较会引起适应性情绪反应，这一模型为冲突解决阶段的情绪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Dignath
则从冲突–情绪、情绪–监测、情绪–控制三条路径详细论述冲突监测与情绪之间的双向联结，并提出

情感信号假说(Dignath et al., 2020)；我国的陈永强等人结合冲突适应自上而下的加工理论以及自下而上的

加工理论提出二者的整合路径，即注意引导绑定理论(陈永强等，2022)；杨倩则从情绪与认知分离与整合

的视角出发，重点对负性情绪与冲突适应效应的关联展开论述(杨倩，2022)。 
对该领域的研究过程进行归纳可以发现，认知冲突与情绪的研究整体上经历了从分离到整合的过程，

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冲突加工与负性情绪的联系逐渐拓展至经历冲突事件整体与情绪系统广泛关联。在这

样的背景下，从加工过程出发，以加工事件时间顺序为线索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整体性回顾可以帮助我们

更整体的理解这一过程。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主要根据经历认知冲突的过程展开，分别回顾国内外在冲

突加工阶段与解决阶段的研究成果。此外，我们还将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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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突加工阶段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冲突加工阶段是指从冲突开始呈现到在意识层面被解决之前的时间，在本阶段，被试被动的观察刺

激，并不需要对其进行反应。学者们对于加工阶段与负性情绪的探索大多建立在冲突监测理论的基础上，

该理论认为认知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级认知活动，必然存在某种机制引发控制过程。Botvinick 和他的

团队认为，ACC (anteriorcingulate cortex，前扣带回)是这一机制的主体。ACC 会对认知冲突的产生进行

监测并将信号传递给 DLPFC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后者是认知控制功能的主要脑区(Botvinick et al., 2001)。
进一步研究发现，ACC 的功能远不止于冲突监测，同时也负责加工其他带有负性效价的刺激，例如金钱

损失、疼痛、负性反馈、社交拒绝等。这样一来，原理论中“冲突”的内涵就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此

基础上，Botvinick 结合结果评价和决策理论，将冲突监测理论推广到决策过程当中，使其不仅可以解释

认知控制的引发，也可以对冲突适应现象做出解释，对 ACC 功能的理论争议完成了一次整合(Botvinick, 
2007)。从该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条可验证假设：“冲突是令人厌恶的，带有负性情绪效价的。”，

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这一假设展开。  
由于冲突引发的情绪是内隐情绪，在意识层面上无法被知觉到，研究工作出现了不小的困难。在问

题解决过程中，情绪启动范式(Fazio et al., 1986)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范式的基本形式包括启动刺激和靶刺

激，二者均带有情绪效价，启动刺激的效价会影响对后续靶刺激效价的加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

是阈下的，并不会被知觉到，因此，情绪启动范式成为行为实验研究无意识情绪难以替代的手段(陈满琪

等，2007)。Dreisbach 和 Fischer (2012)首先将情绪启动范式迁移至认知冲突领域，他们以 stroop 刺激作

为启动刺激，情绪词效价判断任务作为靶刺激，结果发现，相比于一致试次，被试对冲突试次后的负性

词汇的认知绩效更好，换句话说，冲突成功产生了负性情绪启动效应，从而证实了冲突具有负性情绪效

价的观点。该结果在后续大量研究中成功的得到复现并获得新证据支持，Tae 等(2021)以带有情绪效价的

面孔作为靶刺激，得到一致结论；Fritz 和 Dreisbach (2013)将中性目标作为靶刺激，发现冲突试次后被试

更容易将中性靶刺激评价为负性，Goller 等人(2019)的研究也有一致发现；Schouppe 等人以 flanker 任务

作为启动刺激，成功复现了 Dreisbach 等人的发现(Schouppe et al., 2015，实验 1)；Pan 等人的一些列研究

中均成功复现冲突的负性情绪启动效应，并结合 ERP 技术给出生理学证据(Pan, Shi, Lu et al., 2016; Pan, 
Shi, Zhang et al., 2016; Pan et al., 2019)；Ligeza 和 Wyczesany (2017)也采用了 ERP 技术，结果发现在冲突

试次后，LPP 对负性图片的响应增强，对中性图片则无明显反应。脑电信号可以直观地反映冲突产生，

面部肌电则被认为是测量情绪的可靠电生理手段，Dignath 采用面部肌电采集技术发现冲突加工早期皱眉

肌活动增强，反映负性情绪地产生(Dignath et al., 2019)。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冲突会引发回避行为，也

可以被视作一项间接证据(Schouppe et al., 2012)。 
总体上，来自行为学和电生理学的研究在冲突引起负面情绪上达成了一致，部分证实了冲突检测理

论的假设，同时也打通了加工阶段冲突到负性情绪的链条。但是，对于冲突加工，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

加工结束，在外显过程结束后，大脑还有“收尾”工作需要完成，该阶段通常被称为冲突解决阶段

(resolutionstage)。冲突解决在时间序列上紧随加工阶段，该阶段认知系统与情绪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前一

阶段有很大区别，需要单独进行叙述。 

3. 冲突解决与情绪的关系 

在加工阶段，冲突刺激会作为一个信号持续产生认知控制以及认知资源的需求(Botvinick, 2007)。而

解决则意味着表层事件的结束、资源的释放以及评价学习过程的启动。相较于加工阶段，在解决阶段，

更多学者投入精力研究积极情绪的意义，其结果也产生了一些争议。 
RVPM 理论(Silvetti et al., 2011)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该理论是对有关 ACC 功能的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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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说(奖励加工、错误加工、冲突监测、错误率估计、不稳定性监测)的整合。具体来说，ACC 以及

相关神经网络会自动建构针对收益事件(incoming events)未来奖赏(future reward)的预期，这种预期随后会

与实际所得奖赏相比较并计算预期误差，预期误差越大，所引起的反应也就越强烈。以一致性任务为例，

当试次为一致试次时，对奖赏(回答正确)的预期较高，当试次为冲突试次，对奖赏(回答正确)的预期较低，

所以当正确反应一致试次时，实际结果与预期差异不大，引起较小的反应，当时正确反应冲突试次时，

实际结果与预期差异大，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 

3.1. 冲突解决的情绪意义 

基于 RVPM 理论，Schouppe (2015)等人认为相比于完成一个一致任务，完成一个冲突任务会产生高

于预期奖励的实际奖励，所以应当会产生积极情绪。他们采用与 Dreisbach & Fischer (2012)类似的范式，

额外要求被试对启动刺激做出反应，使得冲突得到完全加工并被解决，结果与预期一致，冲突解决使得

冲突的情绪启动效应反转。Fritz & Dreisbach (2015)将 SOA (启动刺激呈现到靶刺激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增
加至 800 ms (ERP: Pan, Shi, Zhang et al., 2016)，Ivanchei 等人(2019)以图片为靶刺激，均得到一致的结论。

运用电生理技术的研究则发现在冲突加工晚期，皱眉肌活动下降，微笑肌活动上升，反映出负性情绪向积

极情绪转换(Dignath et al., 2019)。Pan等人(2020b)则进一步借助ERP发现该效应在SOA为600 ms到1200 ms
的范围内均成立。但是，以中性目标作为靶刺激的一系列研究产生了矛盾结果。与观察到积极启动的研究

结果类似，这一部分研究也要求被试对冲突任务进行明确的按键反应，但是在对中性靶刺激进行评价时，

冲突试次后的中性刺激依旧更容易被评价为负性(Damen, 2021; Damen et al., 2018; Goller et al., 2019)。 
对于这种现象，Ivanchei et al. (2021)认为，积极情绪的产生需要一定量的练习，他们的实验结果发现

冲突解决产生负性情绪的现象确实随着试次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但是最终他们也未能观察到积极情绪。

Goller et al. (2019)则认为，冲突解决在类似于完成启动任务后再完成一个情绪效价判断任务，存在任务表

征转换，情绪效价可能会受到这种转换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均建立在情绪启动范式的基础上，相比于加工过程，解决过程涉及范围广，冲突适应

问题就成为该阶段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3.2. 解决阶段的适应过程与情绪的互动 

冲突适应是当一系列一致性任务序列呈现时，冲突刺激的认知绩效会因为前一个刺激存在冲突而提

高的现象(Gratton et al., 1992)。在研究冲突适应时，被试需要对每一个刺激都做出行为反应，而这恰恰可

以被理解为冲突解决。因此，情绪对冲突适应的影响基本等同于情绪对冲突解决的影响，而讨论冲突解

决的情绪效价时，也不可忽视冲突适应领域的情绪研究。 
过去的研究表明，情绪会对冲突适应效应产生直接的影响。Steenbergen 等(2009)的研究发现，在一

系列冲突任务中插入随机的奖励会削弱冲突适应效应；Dreisbach 则发现刺激的不流畅性会作为一种负性

信号触发冲突适应过程(Dreisbach & Fischer, 2011)。Yang 等人通过在实验中操纵实验环境的情绪信息发

现冲突导致的适应性控制被背景性负性情绪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尺度内加强(Yang & Pourtois, 2018)。与情

绪相关的个人特质也会影响冲突加工过程，Owens 等人发现焦虑质个体，尤其是在忧虑维度上得分较高

者，对于无关分心物投入的加工资源会更多，这在 ERP 结果上反映为面对高认知负荷任务(比如冲突任务)
时产生更强的 N2 成分活动(Owens et al., 2015)。 

更重要的是，Desender 的实验说明冲突适应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并不是一定要对冲突刺激进行反应，

仅仅经历冲突就可以引发控制适应(Desender et al., 2014)，在此基础上，Questienne 通过实验证明，对于

冲突经历的元认知会引发冲突适应(Questienne et al., 2018)。这种结果可以从情绪的视角来进行解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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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者认为，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冲突带来的负性情绪引起的内部不协调，从而引起冲突适应(Dreisbach 
et al., 2018; Fröber et al., 2017; Inzlicht et al., 2015)。这种观点与元认知并不冲突，因为元认知成分中就包

括了情绪体验的成分(丛佩瑶&贾宁，2022)。 
总体上而言，冲突适应领域的研究重点关注负性情绪对冲突适应效应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支持负面

情绪会加强冲突适应的观点，部分观点认为就是情绪引起了适应过程，即认知控制过程。这与冲突加工

阶段产生负性情绪的观点构成了双向关联，暗示冲突加工与负性情绪之间可能存在的整合关系。 

4. 当前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虽然在负性情绪与认知冲突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对于积极情绪，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冲突解决产生积极情绪的边界条件、积极情绪对认知加工的意义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前研究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实验范式的选择。我们认为冲突解决阶段与冲突加工阶段在研究方法上

必须做出区分。从实验过程来看，情绪启动范式的情绪易化并非由冲突加工独立引起，而是应当视为先

前全部加工过程的总和，既包括冲突加工，也包括任务转换，甚至是外显按键反应以及跨任务的冲突适

应效应。因此，当情绪启动范式应用于冲突解决阶段时，任务转换以及冲突适应效应所带来的混淆无法

排除。其次，内隐情绪在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时并不像外显情绪那样容易测量，往往需要通过一些间接手段

施测，这本身就会带来了一些问题。更糟糕的是，冲突启动的情绪效应非常容易受到干扰，且由于冲突

加工过程与情绪本身的交互性，外部情绪因素的介入很容易对实际效应产生混淆(Pan, Ou, & Zhang, 2020a)。 
此外，启动范式中的积极情绪启动效应与冲突适应效应也存在矛盾。如果冲突解决确实产生积极情

绪，那么在序列冲突任务中，每一个冲突任务完成后都会产生积极情绪，同时，每一个冲突任务的完成

还会引起冲突适应效应。但是，冲突适应效应并不会被积极情绪引发，相反，当前结果更加支持负性情

绪引发冲突适应的观点，从积极情绪出发的推理就与当前研究结果产生了逻辑矛盾。 
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积极情绪是不存在的，基于任务转换的研究中发现，当存在奖励动机因

素时，完成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冲突任务)可能比一个更简单的任务(一致任务)更加具有动机意义，在解决

冲突具有动机意义时，冲突解决可以产生积极效价(Braem et al., 2012)。此外，当前基于情绪启动范式研

究还不能排除任务转换和冲突适应所带来的影响；过去对于冲突适应效应的研究也被批评存在理论上的

混淆，已有发现需要在新的方法与工具帮助下重新对一些关键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Braem et al., 2019; 
Schmidt, 2019)。 

总体上来说，当前研究支持冲突加工阶段与负性情绪之间的整合，对于冲突解决阶段，目前可以确

定而这确实存在联系，但是具体影响路径以及边界条件都尚无定论。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应当积极探

索排除任务转换以及冲突适应效应的新实验范式，得到一个较为纯粹的效应；其次，当前该领域研究中，

行为实验占绝大多数，我们应当积极使用一些认知神经科学工具，一方面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研究现象背后的脑机制完善理论假设。最后，当前有关领域的证据表明，情绪系统与认知控

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不清楚情绪如何影响认知控制，有观点认为情绪与认知控制之间地交互

作用是直接的，甚至是整合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交互是间接的，是通过其他同时进行的加工成分的

调节进行的(Pessoa, 2013; Pourtois et al., 2020)。当前并没有一个理论框架可以将情绪与认知控制很好的结

合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在认知神经科学的框架内建立全新的认知控制模型，阐明情绪在认知控制中起

了什么作用以及认知控制与情绪系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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